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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家能力是国家将自己的意志转化为现实的能力，其中财政汲取能力是最基础、最重要
的国家能力。经济全球化主要包括贸易、投资和金融三个维度。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中国的贸
易量和投资量，扩大了税基。一方面，为了应对全球化，中国政府对本国的相关制度、政策和法
律条文进行立改废，显著地提高了经济运行机制。另一方面，全球化所带来的新问题和新挑战
既导致了政府机构的扩张，也强化了现存的一些政府部门。与此同时，全球化之下的其他负外
部性———比如急剧上升的贸易依存度和日益困难的监管———对中国国家能力产生了消极影
响。本文以 1960—2018年间的权威宏观政治经济数据为原始数据，但由于关键变量的数据有
的始于 1970年，有的截止到 2013年，所以统计分析覆盖的时间段是 1970—2013 年。本文的回
归分析发现，经济全球化显著地增强了中国的国家能力，其中贸易和金融全球化的作用显著的

积极，但投资开放的影响则显著的消极。这一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应该更加积极地参与到经济
全球化进程中去，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平台，大力发展国际贸易; 加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规范
化管理以及加速对科学技术的运用与掌握; 在平衡风险和受益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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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探讨经济全球化( economic global-
ization) 对中国国家能力的影响。①国家能力通常
指国家将自己的意志转化为现实的能力。中国
国家能力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和政策价值的议

题，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很多关注。1993年，王
绍光和胡鞍钢在《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一书中指
出，1980年代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的财政的大
包干体制导致了政府财务高度分散，国家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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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取能力急剧下降，严重影响了政府履行提供

公共产品等基本职能。该书既成为 1994 年中
国实行中央地方分税制的理论基础，也是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国家能力研究的起点。①

根据国晓光和王彩波的综述，近二十多年

来，国外学者的中国国家能力研究主要致力于

从社会经济资源( 如私营经济、社会组织) 、组织
制度资源( 如贪污腐败、地方主义和政治派系)
和思想意识形态资源( 如市场经济、信息技术革
命) 等三个方面描述中国国家能力的变化并对

之做出解释。② 例如，拉迪( Nicholas Lardy) 等学
者认为，私营经济和社会组织等因素削弱了国

家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市场化改革则打破了个

人对国家的制度性依赖。相反，狄忠蒲( Bruce
Dickson) 等则指出国家有效地吸纳和规制了来
自社会力量的挑战，比如社会组织通常并不寻

求体制外的自主性，而是努力在法律和制度框

架内承担角色。国内学者的研究大体也可以纳
入上述类型学。比如，孙明军发现中国国家能
力由于效力上的相对下降和范围上的绝对收

缩，已经严重影响到国家总体意志的实现，导致

了国家直接控制的社会资源的相对量和绝对量

大大减少、行政命令的控制作用日益削弱等后
果。皇娟则把中国国家能力的不足归因于中央
和地方财权和事权的不对称以及地方官员以地

区生产总值( GDP) 为纲的考核标准。③

现有研究的一个结构性缺陷是较少涉及影

响中国国家能力建设的国际因素。对于中国而
言，四十年来政治、经济和社会所获得的巨大发
展是改革开放结出的硕果，而中国实行改革开

放的一个重大国际背景性因素就是经济全球

化。中国能够在短短四十年之内成长为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离不开对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

和推动。
按照赫尔德( David Held) 的经典定义，全球

化是“一个体现了社会关系和交易的空间组织
变革的过程，产生了跨大陆或者区域间的流动

以及活动、交往和权力实施的网络”，④主要的特
点是“物资、资本、服务和人员的跨境流动以及
观念和规范的跨境扩散”，⑤其中经济全球化既

是全球化的基础和起点，又是全球化发展水平

最高的维度。加利特( Geoffrey Garrett ) 就将全
球化狭义地定义为经济全球化，基本内容为贸

易自由、跨国公司的扩张以及巨大的跨国资金
流动的出现。⑥

在经验研究中，学者们对于全球化对国家

能力的影响持不同的观点。一方面，有学者发
现二战后的国际经济交流提升了国家能力。具
体而言，全球化迫使政府扩张规模以应对全球

化所产生的外部风险和内部不稳定。⑦一个国家
和城市经济越开放，人民对物质文化生活的要

求就越高，政府就越有动力进行扩张，以满足人

民的安全和福利要求。⑧另一方面，斯特兰奇
( Susan Strange) 等认为全球化显著地削弱了国
家能力和权力，非国家行为体正在替代国家的

经济和社会功能。⑨ 罗迪克( Dani Ｒodrik) 也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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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劳动力、技术以及人员的流动等会加强国家
间竞争，从而使得国内的税收减少，抑制了国内

政府的税收收入。①

一、理论建构

本文旨在对经济全球化对 1970 年代以来
我国国家能力的影响做一个系统的论证和测

试。国家能力是内涵很丰富的概念，包括财政
汲取能力、调控能力和强制能力等多个维度，其
中汲取能力被公认为国家能力的基础和代表。②

汲取是国家把社会资源转化成公共资源的主要

手段，也是国家的社会渗透程度的重要标志，其

他形式的国家能力———比如军事能力和官僚机
构的效率等———都直接受制于财政汲取的水
平。在经验研究中，汲取能力通常以税收占国
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来测量。本文沿袭政
治经济学研究的这个传统，把中央政府的财政

汲取能力用作国家能力的指标。
本文的理论创新主要体现在自变量的设置

上，即探讨经济全球化的不同维度对中国国家

能力的影响。在此我们遵循加利特的类型学，
把经济全球化划分为贸易、投资和国际金融三
个维度，并对它们的作用依次展开探讨。③

1．1 贸易全球化

贸易全球化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起到了巨

大的推动作用。以 1978 年为起点，中国进出口
总量快速增长，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也水涨船

高，这个效应在 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 WTO) 之后表现得尤其明显。关税水平和非关
税壁垒的降低改善了中国的外贸环境，中国的

进出口都实现了巨大的飞跃。2004 年，中国的
贸易总量已经占到 GDP 的 70%，而当年日本的
贸易总量的 GDP 占比只有 24%。④ 在 2008 和
2016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同比都有所下降。政
府财政收入在这两个时间点上虽然依然呈上升

趋势，但增速有所下降。2008 年财政收入增长
率为 11．7%，明显低于前后两年的增长率，2016
年的增长率为 4．5%，增速进一步降低。

出口是总需求的一部分，出口的增加促进

了国内生产的增长，同时给国内企业带来了大

量的盈利，企业所得税等其他税收相应增加; 进

口虽然挤压了国内商品的生存空间，但由于交

易在国内发生，也使得政府收获了更多的税收，

同时刺激国内厂商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2001年 12月加入 WTO是中国改革开放的

一个重要事件，它标志着我国“接受 WTO 主导
的自由贸易政策。”⑤为了达到 GATT /WTO 的要
求，中国在入世前后对本国法律、行政法规和规
章制度做了大刀阔斧的调整和修改，重点是结

束经济贸易税收法规实施的地域差别、建立和
健全出口退税制度、放弃限制国内企业在当地
购买产品等。⑥ 同样重要的是，为了配合中国加
入世贸组织的谈判进程以及应对国际贸易环境

的变化，中国还调整了对外经济贸易部门，分别

在 2001年 5月和 11 月对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
进行了两次重要的机构调整和修改: 撤销了外

经贸发展司和对外贸易管理司这两个职能高度

重合的司，并且组建了对外贸易司，增强了对外

经贸政策制定的整体性与协调性，同时成立了

世界贸易组织司和进出口公平贸易局，使得中

国政府能够保证在入世之后能够以较快的速度

处理有关的事务。⑦ 2003年，中国决定把原外经
贸部的外贸管理职能和国家经贸委的内贸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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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合并，组建商务部，由商务部主管我国的国

内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事务。新设立的商务
部内设机构主要包括原外经贸部的 21 个司
( 局、厅) 和新调整设立的职能属于原国家经贸
委和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的 4 个司( 局) ，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少部分外贸监管职能也并

入了商务部，相较于原外经贸部 457 名的编制，
商务部机关行政编制大幅提高到 860 名，①使得
每个部门都有更加充足的人力资源应对急剧增

加的工作量，维持和提高组织的运转效率。简
言之，外经贸职能的归并和商务部的成立既达

到了 WTO融入全球化的要求，又顺应了内外贸
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商务部的组建和运作显著
地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入世以来，我
国国际贸易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2003 年
在世界贸易的排名从 2002 年的第五位上升到
了第四位。如今，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一大出
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
贸易全球化的一个负效应是频繁、复杂的

人员和物资跨境流动所导致的毒品枪支贩卖和

艾滋病( HIV) 等疾病传播对国家安全形成的威
胁。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和贸易开放带来
了侵蚀中国的境外毒品。西南境外“金三角”地
区的鸦片、西北境外阿富汗的鸦片和海洛因、东
南境外的摇头丸等借助高技术手段快速地向我

国境内渗透。② 贩毒常常牵涉到武器军火交易，
既增加了毒品控制和管理的难度，又威胁到边

境的社会治安。这是对中国国家能力的重大挑
战。③面对非法贸易的威胁，中国一方面积极参
与和利用联合国、世界海关组织、国际刑警组织
和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制，④另一方面着力加

强国家能力建设。比如，为了应对如毒品、枪支
以及传染性疾病的流动和传播，中国加强了国

内的安保系统，公安部门加强了对毒品枪支的

监管，特别是在中国的边疆，配备高技术装备，

加强对警察和其他武装人员的训练，提高他们

的军事斗争和办案能力; 安检部门也在机场、火
车和地铁出入口提高了安检要求和标准。此
外，随着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对国际市场的依赖

性逐渐增强，我国经济的风险和成本也在不断

上升。在入世前后，中国的国有企业丢失了
4400万个工作岗位，其中制造业丧失了 2500 万
工作岗位，原有的 125 家汽车生产厂家被整合
为 3～6家。⑤ 世界经济的起伏会严重地影响我
国的对外贸易，增加了中国国民经济的脆弱

性。⑥ 尽管存在这些弊端，我们认为贸易全球化
给中国经济带来了翻天覆地的积极变化，它的

积极作用占绝对上风。
综上，本文假设一: 贸易全球化显著地增强

中国国家能力。

1．2 投资全球化

国际投资包括外国资本来华投资和中国资

本海外投资。中国入世之后，中国资本对海外
投资急剧上涨，2017 年，中国对外投资净额为
1582．9亿美元。截至 2017年底，中国 2．55 万境
内投资者在全球 189 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额合
计 6万亿美元，⑦居世界第三位。本节将聚焦于
外来投资对中国国家能力的影响。⑧

根据世界银行和其他世界组织的调研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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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国是从外来直接投资( foreign direct invest-
ment，以下简称 FDI) 中受益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之一。FDI既为中国带来了资本，创造了就业，
又刺激了出口和进口。开放的经济增强了生产
要素的流动性，刺激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发挥更

积极的作用，合理地配置社会资源，实现比较优

势，享受经济开放带来的收益。
外资在 2001 年中国入世后大规模进入。

根据联合国贸易发展委员会的数据，在 2000—
2016年间，中国是吸引 FDI 总量最大和增速最
快的国家，年均流入中国的 FDI 为 591 亿美元，
其中 2010 年流入 724．06 亿美元，2016 年流入
1 083．12 亿美元，2010—2016 年间年均增长率
为 12．39%。① 外商直接投资吸纳国内劳动力的
效果也较为显著，从 2000 年到 2015 年，外商直
接投资的企业在国内的就业占比从 2．77%增长
到到 6．90%，数量上增长了 2 100 多万。与此同
时，中国实际利用外商投资数额逐年提高，到

2018年该数额已经达到了 1 349. 659 亿美元。
外资企业的生产所需原材料部分通过进口来获

得，最后的成品部分销往外资来源国和地区，这

就间接促进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进一步扩大

了政府的税基，促进了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
政府部门负责对 FDI 的审批、监管和税收。

国外投资的快速增长对中国政府的调控和管理

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政府着手简化
办事程序。长期以来，由于多头管理，外来投资
的申请和资质审查非常繁琐，审批耗时过长，从

立项到正式开展投资至少需要 7 个月。为了改
善国内投资环境，提高对国外资本的吸引力，中

国不断简化投资的行政审批、提高办事效率。
2019年 3月，政府做出规定，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将不再需要经过专门的审批，只要行业不在负

面清单范围内，都可以在当地的工商局进行企

业注册登记。这些规则政策的规定最大限度地
降低了外来直接投资的审批时限，同时通过对

准许进入中国的 FDI 种类进行调整和筛选，对
特定时间段内中国的产业发展重点实施有效的

宏观调控。
对 FDI 的管理有助于提高政府的宏观调控

能力。不仅如此，由于 FDI 本身的技术溢出效
应，中国政府日益重视引导企业通过追求技术

创新来实现发展。更重要的是，外资企业通过
直接的内部转移、许可证和管理营销合同等方
式，为国内企业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手

段，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② 外资企业与国内企
业的经济往来形式多样，比如国内企业为跨国

公司提供原材料、零配件或提供销售渠道与服
务等。这种产业关联关系促使国内企业按照外
方要求来提高技术水平。激烈的市场竞争也迫
使国内企业向外方模仿学习与改进，提高自身

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实现技术进步。③ 此
外，政府还大幅度增加了研发投入。根据国家
统计局的统计数据，1995 年中国科技研究和试
验经费支出仅为人民币 349 亿元，而 2018 年则
达到了 19 657亿元，④相比 1995年，扩大了近 60
倍。政府的重视和财政投入促进了企业对前沿
科技的探索与研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国内企

业对国外公司的技术依赖，使得国内企业有了

较强的创新能力，增强了在市场上的竞争优势。
尽管如此，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 FDI 是一

把双刃剑。它们既有助于中国企业实现技术发
展，也加强了中国企业的技术依赖，削弱了中国

企业的技术开发能力，妨碍了中国企业的技术

升级。薛荣久也表示，全球化对技术较为落后
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影响较大。⑤ 外资企业为了
保持自己的技术领先地位，向中国输出的技术

通常不是最先进和前沿的。引进国外技术固然
在短期内节省了中国企业的科研支出，但从中

长期来看阻碍了中国企业进行自主科技研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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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自主产业升级。同时，向国外企业支付的
技术引进的费用也显著增加了企业运营的成

本，削弱了国家的中长期财政来源，部分地抵消

了投资全球化带来的收益。尽管如此，我们认
为总体上投资全球化的积极作用大于消极

作用。
综上，本文假设二: 投资全球化显著地提高

中国的国家能力。

1．3 金融全球化

2019年 7月，国务院颁布了进一步开放金
融的十一条规定，主要措施包括允许境外资产

管理机构与中资银行或保险公司的子公司合资

设立由外方控股的理财公司，允许境外金融机

构投资设立和参股养老金管理公司，以及放宽

外资保险公司准入条件，取消 30 年经营年限要
求等。金融十一条表明以前中国对金融全球化
的参与程度还较低。尽管如此，中国参与全球
化本身不仅推进了中国金融制度改革，也给中

国带来了大量的全球融资。
对于各国的经济发展而言，融资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① 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既无内债
又无外债。1980 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仅 0．57
亿美元，2013年增长到 1 187亿美元，2018年高
达 1 349．66 亿美元，较之 1980 年，增幅为 2 366
倍。② 国际金融市场不仅为中国投资者提供了
高回报的机会，而且也提高了在中国的资本存

量。国际资本进入到中国的第二和第三产业，
促使它们扩大生产和再生产，推动了经济的发

展，扩大了政府的税基。随着对外融资渠道逐
渐拓宽，中国着手整合金融活动规则，改革金融

体制。在 1978年以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金融
机构受到全方面的管制，银行也缺乏活力。中
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形成了“一
行三会”体制，即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
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来实施金融监管。
2018年，中国政府为了解决现行体制下三个机
构监管职责不清晰、交叉监管和监管空白的问
题，将保监会并入银监会，并将后者的职责定位

为依照法律法规统一监督管理银行业和保险

业，确保银行业和保险业合法、稳健运行，防范
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和

金融稳定，从而形成了银保监会和证监会两会

各自监督其所负责内容的局面。不仅如此，从
1993年起，国家进一步调整金融秩序，陆续出台
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

等金融法律，确立了分业经营的体制。③ 金融全
球化还促使中国借鉴一些发达国家的管理手段

与方法，改革本国的金融监管机构，同时重建官

僚组织系统和经济结构，以便有效地推动经济

发展。④

在信息化时代，网络和电子支付手段的出现

对政府的金融监管提出了挑战。电子科技类产
品在电子交易中广泛运用，快速取代了传统的金

融交易手段，交易方式不断更新换代。各大国际
金融中心的经纪人可以摆脱有组织交易所工作

时间的约束，全天候地从事交易，全球范围内资

金划拨和融通可以在瞬间完成。网络的出现加
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抬升了金融监管的成本。
除去技术发展带来的监管困难，部分加入

金融全球化也增加了国内经济的风险，⑤削弱了

国内货币政策的作用，使之只能对部分的国内

经济变量起作用，难以实现预期的宏观经济目

标以及对国内经济实施强有力的监督和管理。
例如，资本过快地流入到外汇市场中会使人民

币升值幅度加快，而人民币升值又降低了中国

出口商品的价格优势。由于中国的对外开放，
国际资本流动和中国出台的宏观货币政策之间

的关系日益紧密。货币升值或是贬值对国际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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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流动的快慢有很大影响，反之国际资本的流

动也会使得国家的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和监管

失去其本来的作用和影响，削弱了中国货币政

策的自主性。①

另外，中央银行对资本流入的抑制也会使

人民币存量上升。由于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
象，大量向市场注入货币预期会出现较强烈的

通货膨胀。② 当国内经济过热时，政府往往采取
紧缩性货币政策，以减少货币的供应量，这会提

高利率，并导致大规模的国际资本进入国内，结

果增加了国内的货币供应量，降低了国家经济政

策的调控能力和预期的作用与效果，对国内货币

的监管政策也会因此得到削弱; 反之如果一国因

经济衰退而降低利率，国际资本又会大量进行逃

离，达不到增加本国货币供应量的宏观目标。
中国深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2007年中

国经济增长率为 11．9%，到 2008 年就已经跌落
到 9%，2009年是 8．7%，连续三年下跌。中国银
行也由于境外股票债券缩水的影响而遭受较大

的损失。③ 股市低迷伤害了国内投资者，影响了
国内的金融经营环境。此后，人民币升值，出口
成本上升，海外需求的下降使得国内企业产品

过剩，造成大量沿海中小型企业破产。同时，资
本账户的部分开放导致短期投资增加，地方纷

纷出台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吸引外资政策，导致

中央难以对金融进行统一、有效的监管。
尽管存在着上述负效应，总的来看，中国对

金融全球化的参与既带来了很多国际资本，又

推动了中国完善金融规则和相关法律。
综上，本文假设三: 金融全球化显著地提高

中国国家能力。

1．4 全球化

以上三小节的分析表明，对于中国国家能

力而言，经济全球化是把双刃剑。然而，在贸
易、投资和金融这三个主要维度上，全球化对中
国国家能力的影响都是积极影响占据优势，所

以我们有理由期待经济全球化本身显著地增强

中国国家能力。
应当承认，贸易、投资和金融并没有穷尽经

济全球化的内涵。例如，按照乔西 ( Ｒakesh
Joshi) 的观点，技术全球化和信息全球化也是经
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④尽管如此，相对于技术
和信息，贸易、投资和金融对于经济全球化而言
具有更强的基础性，其中贸易是第一序列的经

济全球化，投资、金融、技术和信息等都是次生
的因素。在功能上，贸易是全球化的起点。跨
国投资的主要目的是增加贸易的净收益，金融

是为了弥补贸易和投资的资金缺口。从时间上
看，贸易和人类历史相始终。相比之下，金融和
投资全球化发端于 1970年代中后期，1980 年代
得到发展，1990 年代加速推进。⑤技术和信息则
附属于贸易和投资。如果没有贸易和投资，技
术和信息在经济上没有价值。
综上，本文假设四: 经济全球化显著地提高

中国国家能力。

二、数据与方法

本文将运用多元回归分析对上述四个假设

进行统计检验。检验的分析单元是国家 /年。
本文设置了两种回归模型: 一是对中国国家能

力的分析，原始数据覆盖的年份是 1970—2013
年。这是统计分析的主体，目的是检验上文的
理论猜想。二是对全球 185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
进行回归分析，目的是比对全球化对中国国家

能力的影响与对全世界、第三世界和发达国家
群体的影响有何区别。本文统计分析的原始数
据是 1960—2018 年间的权威宏观政治经济数
据，但由于关键变量的数据有的始于 1970 年，
有的截止到 2013年，所以统计分析覆盖的时间
段是 1970—2013年; 除此之外，本文尽量引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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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资料和研究。
统计分析的因变量是国家能力，具体而言

是国家的征税能力。本文采用国家建构( state－
building) 这支文献对国家能力最常见的操作方
式，①将之测量为中央政府税收占 GDP 的比重，
数据来源是库格勒( Jacke Kugler) 等的“相对政
治能力”( relative political capacity) 数据库，覆盖
的年度为 1970—2013年。②

经验检验的自变量有四个，分别是贸易全

球化、投资全球化、金融全球化以及经济全球
化。其中贸易全球化被测量为进出口贸易占
GDP 的比重，投资全球化则为一国吸引的外资
占 GDP 的比例，金融全球化则侧重度量一个国
家的金融开放程度。这三个变量的数据来源分
别是《世界发展指标( 2017年) 》和“三元悖论指
数”( Trilemma Index) 。③经济全球化是一个综合
指标，是实际国际经济流量( 包括贸易、外来直
接投资、投资组合和支付外国人收入占 GDP 的
比重) 与国际经济流通限制( 包括隐性进口壁

垒、平均关税率、国际贸易征税水平以及资本账
户限制) 的加权平均数。④

此外，本文设置了 16 个控制变量。它们都
是国家建设经验研究中经常使用的变量。⑤这些
变量包括三种类型，即: 一是政治因素: 国内冲

突( 虚拟变量) 、国际冲突( 虚拟变量) 、政治体
制( Polity2 值) 、族群政治( 族群分裂指数) 、联
邦制( 连续变量) 、国家年龄、国家年龄平方、国
家领导人任期剩余年数、有限任期制( 虚拟变
量) ; 二是经济变量: 人均 GDP、人均 GDP 平方、
农产品占 GDP 比重、矿产品占 GDP 比重、以及
GDP 增长率; 三是金融变量: 债务率( 债务占
GDP 比重) 、通货膨胀率( %) 。⑥

本文的模型设定有两个特点: 一是将中国

模型与全球模型区分开来。经验检验的重点是
中国模型，全球模型的作用在于比较全球化在

中国的作用与在中国以外的地区有什么区别。
二是在全球模型中，区分全球样本、发展中国家
样本和发达国家样本三种模型，以便于进一步

发现中国经验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排除缺省的数据，中国样本只有 30 ～ 40 个

观察数，同时鉴于样本是单一国家时间序列数

据，因变量取值受限，最小值为 0．043，最大值为
0．214，所以本文回避了常规的时间序列回归，而
采取 Tobit回归。⑦ 其他模型则采用常见的处理
办法，把自变量都作滞后一年的处理，唯一的例

外是“族群分裂指数”，它在横截面( 一国内) 是
恒量，所以滞后处理在统计上没有意义。此外，
在中国模型中，我们设置了“1978 年”这个虚拟
变量，即年份大于或等于 1978年为 1，小于 1978
年为 0。1978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元年，是创造
经济奇迹的起点。改革开放意味着鼓励外来投
资，经济上与国际接轨，国内民营经济开始发展

和繁荣，国有企业开始大量地退出。实际上，国
有企业是国家最稳定的税源，但由于其半行政

性质，征税难度低，成本小，反而不利于国家能

力提升。相比之下，对非国有企业及其员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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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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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监控难度较大，成本较高，这对以税收为轴

心的官僚机构既是挑战，也是规模扩张和效率提

高的激励。这个变量的具体影响主要取决于从
国有企业一统天下到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共存

为财税等部门所产生的成本和收益的对比。
此外，中国以外的数据构成了面板数据

( panel data) 。对面板数据模型通常采用随机效
应( random effect，简称 ＲE ) 模型、固定效应
( fixed effect，简称 FE) 模型或混合数据普通最
小二乘法( pooled OLS) 。两者的基本区别在于:
随机效应或固定效应分析所用的数据是对相同

的单元( 国家) 在不同的时间点( 年) 抽样的结

果，而混合数据普通最小二乘法的数据结构则

是不同时间点上的抽样单元( 国家) 都是不一样

的。鉴于此，我们采取前一种分析方法。具体
而言，我们先对每一个模型进行固定效应分析，

然后再运行随机效应回归，最后进行豪斯曼测

试( Hausman’s test) ，如果测试结果小于 0．05，
测试结果就否定元假设: 未观察因素与解释变

量是正交关系，需要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我们

在表 2、表 3中对要使用固定效应的模型做了标
注。使用固定效应的一个结果是把“族群分裂
指数”这个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排除在外。

三、发现与分析

经验分析使用的数据全样本包括 185 个国
家，时间起点最早是 1970年，最近为 2017年，观
察数为 6 792 个。由于不同来源的数据时空覆
盖的范围有区别，小样本回归分析用了中国

1970—2013年的 44个观察数; 时间序列回归模
型所覆盖的国家为 184 个，时间为 1970—2013
年，观察数为 648个。表 1报告了小样本分析的
回归结果，包含六个模型。表 1只用了中国的数
据，有四个自变量的设置，其中 1978年是虚拟变
量( 1，0) ，用于控制改革开放对中国国家能力的
影响。由于主要发现都在表 1，所以会重点解读。
总的来看，统计证据基本支持或部分支持了假设

一、三、四，但证伪了假设二( 见表 1) 。

表 1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国家能力的影响( 1970—2013年)

自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 1970－

2013)

( 贸易全球化)

( 1970－

2013)

( 贸易全球化)

( 1982－

2013)

( 投资全球化)

( 1984－

2013)

( 金融全球化)

( 1984－

2013)

( 全球化)

( 1970－

2013)

( 经济全球化)

( 1970－

2013)

( 经济全球化)

贸易全球化 0．243＊＊＊ 0．301＊＊＊ － － 0．361＊＊＊ － －

－0．024 －0．028 3 － － －0．044 6 － －

投资全球化 － － 0．0148＊＊＊ － －0．00936＊＊ － －

－ － －0．00534 － －0．00428 － －

金融全球化 － － － 0．430＊＊＊ 0．212＊＊ － －

－ － － －0．139 －0．094 5 － －

经济全球化 － － － － － 0．004 03＊＊＊ 0．004 62＊＊＊

－ － － － － －0．000 439 －0．000 528

1978年 － －0．043 4＊＊＊ － － － － －0．028 1*

－ －0．013 6 － － － － －0．014 9

常数 0．020 7＊＊ 0．036 7＊＊＊ 0．073 0＊＊＊ 0．063 0＊＊＊ －0．034 4＊＊ －0．050 3＊＊＊ －0．049 9＊＊＊

－0．009 19 －0．009 67 －0．018 2 －0．020 7 －0．016 5 －0．017 3 －0．016 6

观察数 44 44 32 30 30 44 44

拟合度 0．419 0．491 0．0798 0．103 0．54 0．375 0．402

卡方 52．37 61．46 6．877 8．261 43．18 46．88 50．29

注: 系数下方“－”后的数字为标准差;＊＊＊ p＜0．01，＊＊ p＜0．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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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1的模型 7，经济全球化指数每增加
一个百分点，中国的财政汲取能力增加 0．4%，这
个影响的力度相当大。具体到全球化的分类指
标，贸易全球化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中国的税收

就会增加 0．3%; 金融开放的作用获得了统计上
的显著性，每增加 1%，汲取能力上升 0． 45%。
尽管如此，金融开放的影响范围却很有限，因为

样本内该变量的取值在 0到 0．1658088之间，而
在全球样本中，该变量的取值是 0 到 1，这表明
中国谨慎开放金融的国家建设效果是显著而积

极的，而且很可能是妥善的; 而在中国以外的发

展中世界，样本内金融开放度的区间也是 0 到
1，但它对这些国家的国家能力的作用却是显著
负面的。不过，外来投资对中国国家能力的影
响却是显著消极，不过绝对作用较小: 投资每上

升 1%，汲取水平下降约－0．1%。
对比表 1的模型 5和模型 1、2、3，我们发现

当同时将全球化的三个分类指标纳入方程，投

资全球化的作用虽然没有丧失显著性，但改变

了方向。1978年这个虚拟变量在模型 2和模型
7中都统计上显著，并且为负数。这条证据是合
理的，在改革开放之前，国家几乎控制了一切经

济活动，所以以汲取水平来度量的国家能力非

常强大。
表 2和表 3报告了小样本分析和时间序列

分析的回归结果。表 2和表 3都包含六个模型，
使用的数据是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其他国家

的数据。表 2所有的模型都使用了时间序列分
析，但在变量数设置上都与表 1 相同，即有四个
自变量。表 2的模型 1、模型 4 是使用了除中国
外所有国家的数据; 模型 2、模型 5 是使用了除
中国之外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这里划分发达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是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因为

是从 1978年才产生的指标，所以回归的数据是
从 1978年起算的; 模型 3、模型 6则使用发达国
家的数据( 见表 2) 。

表 2 经济全球化对国家能力的影响( 1970—2013年，全样本，选择性变量)

自变量

模型 1

( 固定效应)

( 所有国家)

模型 2

( 固定效应)

( 发展中国家)

模型 3

( 随机效应)

( 发达国家)

模型 4

( 固定效应)

( 所有国家)

模型 5

( 固定效应)

( 发展中国家)

模型 6

( 固定效应)

( 发达国家)

贸易全球化 0．004 94 0．016 1＊＊＊ －0．042 2＊＊＊ － － －

－0．003 24 －0．003 7 －0．006 85 － － －

投资全球化 0．000 126＊＊＊ 9．72E－05 7．13E－05 － － －

－4．58E－05 －0．000109 －5．54E－05 － － －

金融全球化 0．003 34 －0．000 442 0．020 9＊＊＊ － － －

－0．002 88 －0．003 15 －0．007 38 － － －

经济全球化 － － － 0．000 235＊＊＊ 0．000 195＊＊＊ 0．000 511＊＊＊

－ － － －6．60E－05 －7．45E－05 －0．000 163

常数 0．183＊＊＊ 0．156＊＊＊ 0．272＊＊＊ 0．178＊＊＊ 0．159＊＊＊ 0．209＊＊＊

－0．002 82 －0．003 －0．013 6 －0．003 63 －0．003 59 －0．017 6

观察数 3 946 3 113 833 3 917 3 013 904

拟合度 0．04 0．12 0．11 0．26 0．09 0．012

国家数 166 141 48 157 130 48

F值 4．8 7．86 － 12．65 6．81 －

瓦尔德卡方 － － 41．98 － － 9．765

注: 系数下方“－”后的数字为标准差;＊＊＊ p＜0．01，＊＊ p＜0．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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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诸模型与表 1 的模型 5 和模型 6 是直
接的比对。两者共同的发现在于: 经济全球化
本身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中国以外的全世界

以及发展中国家或者发达国家，都起到了显著

的积极的国家建设功能，其中表 1 模型 6“经济
全球化”这个指标的系数是 0．00403，表 2 模型
4、5、6 同一指标的系数分别为 0． 000235、
0．000 195 和 0．000 511。尽管如此，经济全球化
的三个分解指标并没有呈现出同样的规律。在
表 1中国案例中，贸易和金融全球化显著地强
化了国家能力( 系数分别为 0．361、0．212) ，但投
资全球化的效应( 系数为－0．000 936) 则是显著
降低，虽然系数很小。相比之下，在表 2 中，贸
易全球化对中国以外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同样显

著且积极( 系数: 0．016 1) ，金融全球化对中国的

影响则与对发达国家的作用同样显著且积极

( 系数: 0．020 9) 。从中国以外的全球样本来看，
贸易、金融的影响都不显著，但投资的作用则是
显著积极的( 系数: 0．000 126) 。不仅如此，发达
国家能力由于贸易而显著受损( －0．042 2) ，这
与中国从贸易中受益恰成反比( 系数: 0．361) 。
表 3 的六个模型都是全变量的完整时间

序列分析，数据规模与表 2 相同，除了四个与
表 1、表 2 都一致的自变量之外还添加了十六
个控制变量，是包括了所有变量的完整模型。
与表 2 类似，表 3 的模型 1 和模型 4 使用了除
中国以外的所有国家的数据进行分析; 模型 2
和模型 5 根据除中国外的发展中国家数据做
的分析; 模型 3 和模型 6 则是使用了发达国家
的数据。

表 3 经济全球化对国家能力的影响( 1970—2013年，全样本，全变量)

自变量

/控制变量

模型 1

( 固定效应)

( 所有国家)

模型 2

( 固定效应)

( 发展中国家)

模型 3

( 固定效应)

( 发达国家)

模型 4

( 固定效应)

( 所有国家)

模型 5

( 固定效应)

( 发展中国家)

模型 6

( 随机效应)

( 发达国家)

贸易全球化 0．005 48 0．009 98＊＊ －0．007 45 － － －

－0．004 03 －0．004 74 －0．007 25 － － －

投资全球化 0．000 136* 0．000 235＊＊ 0．000 103 － － －

－8．04E－05 －0．000115 －8．57E－05 － － －

金融全球化 －0．009 46＊＊＊ －0．018 6＊＊＊ 0．036 5＊＊＊ － － －

－0．003 11 －0．003 58 －0．006 46 － － －

经济全球化 － － － 0．000 317＊＊＊ 2．98E－05 0．001 49＊＊＊

－ － － －9．90E－05 －0．000 121 －0．000 16

国际冲突 0．015 7* 0．012 8 0．025 2 0．014 2 0．010 6 0．01

－0．009 23 －0．010 5 －0．017 5 －0．008 76 －0．010 8 －0．012 8

国内冲突 0．007 22 0．006 47 0．014 0．004 95 0．006 43 －0．000 377

－0．006 97 －0．007 68 －0．014 9 －0．006 52 －0．007 77 －0．010 3

政治体制 －0．000 846＊＊＊ －0．000 736＊＊＊ 0．004 9 －0．000 969＊＊＊ －0．000 728＊＊＊ 0．002 5

－0．000 222 －0．000 236 －0．006 04 －0．000 219 －0．000 239 －0．002 16

族群分裂指数 － － － － － －0．093 0＊＊

－ － － － － －0．047 2

联邦制 － － － － － 0．028 7

－ － － － － －0．022 1

国家年龄 －0．000 267* －0．000 739＊＊＊ 0．001 66＊＊＊ －0．000 108 －0．000 538＊＊＊ 0．000 31

－0．000 157 －0．000 19 －0．000 287 －0．000 166 －0．000 205 －0．000 214

国家年龄平方 7．03e－06＊＊＊ 1．07e－05＊＊＊ －3．49E－07 6．29e－06＊＊＊ 1．02e－05＊＊＊ －3．07E－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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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自变量

模型 1

( 固定效应)

( 所有国家)

模型 2

( 固定效应)

( 发展中国家)

模型 3

( 固定效应)

( 发达国家)

模型 4

( 固定效应)

( 所有国家)

模型 5

( 固定效应)

( 发展中国家)

模型 6

( 随机效应)

( 发达国家)

－7．65E－07 －1．01E－06 －1．04E－06 －7．12E－07 －1．00E－06 －8．55E－07

公共债务 5．22e－05＊＊＊ 4．50e－05＊＊＊ －9．58E－06 7．04e－05＊＊＊ 7．01e－05＊＊＊ 5．65E－05

－1．10E－05 －1．17E－05 －5．06E－05 －1．08E－05 －1．18E－05 －4．55E－05

人均 GDP 对数 0．060 0＊＊＊ 0．052 6＊＊＊ －0．075 3 0．039 2＊＊＊ 0．066 7＊＊＊ －0．050 6

－0．009 47 －0．015 9 －0．067 1 －0．009 63 －0．016 4 －0．049 8

人均 GDP 平方对数 －0．016 8＊＊＊ －0．016 6＊＊＊ －0．003 99 －0．016 4＊＊＊ －0．027 2＊＊＊ －0．001 21

－0．002 －0．005 09 －0．009 87 －0．001 86 －0．005 45 －0．007 24

通货膨胀率 －1．90E－06 －1．97E－06 0．000 295＊＊＊ －1．49E－06 －1．60E－06 0．000 250＊＊＊

－1．27E－06 －1．32E－06 －4．85E－05 －1．07E－06 －1．14E－06 －4．60E－05

农业产值 /GDP －0．077 1＊＊＊ －0．075 7＊＊＊ －0．095 －0．062 7＊＊＊ －0．071 2＊＊＊ 0．038

－0．019 9 －0．021 2 －0．132 －0．019 8 －0．021 6 －0．118

矿业产值 /GDP －0．002 16 －0．023 2 －0．159＊＊＊ －0．030 3＊＊ －0．031 6＊＊ －0．063 3

－0．012 9 －0．014 1 －0．047 2 －0．014 2 －0．015 7 －0．042 5

领袖履职年数 －8．16E－05 －2．39E－05 －0．000157 6．56E－05 6．79E－05 4．67E－06

－0．000 378 －0．000 43 －0．000 669 －0．000 377 －0．000 445 －0．000 62

有限任期制 －0．014 2＊＊＊ －0．014 4＊＊＊ － －0．010 4＊＊ －0．009 04* －

－0．004 39 －0．004 58 － －0．004 48 －0．004 82 －

经济增长率 －0．000 124 －5．42E－05 0．000 485* 0．000 277＊＊ 0．000 214 0．000 431

－0．000 102 －0．000 114 －0．000 265 －0．000 125 －0．000 143 －0．000 262

常数 0．135＊＊＊ 0．131＊＊＊ 0．341＊＊＊ 0．141＊＊＊ 0．116＊＊＊ 0．263＊＊＊

－0．015 1 －0．017 －0．125 －0．014 5 －0．017 2 －0．088 8

观察数 2 923 2 270 653 2 917 2 192 725

拟合度 0．105 0．119 0．26 0．109 0．113 0．2907

国家数 134 113 37 130 107 38

F值 19．2 17．04 13．21 22．58 17．58 －

瓦尔德卡方 － － － － － 219．35

注: 系数下方“－”后的数字为标准差;＊＊＊ p＜0．01，＊＊ p＜0．05，* p＜0．1

表 3 中六个模型纳入了国家建构文献中的
常见变量，是比表 2 诸模型更可靠的回归结果。
将它们与表 1中的模型 5、6 相比，我们发现，从
全球范围来看，经济全球化总体上显著地促进

了所有国家国家能力的提高( 系数: 0．000 317) ，
这个效应对于发达国家同样适用 ( 系数:

0．001 49) ，但对中国以外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并

不显著。就三个分解指标而言，中国的所受的
影响与全球样本均不相同，因为贸易、投资和金
融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分别不显著、显
著且积极( 系数: 0．000 136) 、显著且消极( 系数:
－0．009 46) 。与此同时，中国和发展中国家都从
对外贸易中受益( 后者系数: 0．009 98) ，中国与
发达国家都从金融开放中受益 ( 后者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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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5) 。尽管如此，中国未能像其他发展中国
家一样从外来投资中显著受益 ( 后者系数:

0．000 235) 或者可以说在金融开放中国家能力
受损( 后者系数: －0．018 6) 。对于发达国家而
言，投资和金融的影响都是不显著的( 系数分别

为 0．000 103、0．036 5) 。

四、结 论

本文探讨了经济全球化的三个维度———贸
易全球化、投资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以及经济
全球化总体对中国国家能力的影响。我们基于
对 1970—2013年间宏观数据的统计分析发现，
经济全球化总体上显著地增强中国国家能力。
具体而言，贸易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显著地增

加中国的国家能力，但投资全球化显著地降低

了中国的财政汲取水平。本文的发现表明，我
国应该大力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实现

与国际经济的接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7
年 1月 17日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所指出
的那样，我国要在国内进行产业升级，对外寻找

合适的贸易伙伴，完善法律法规以及国际共识

来解决贸易摩擦; 在引入外资以促进国内生产

的基础上，加强对外资企业的管理与监督，完善

国内法律法规，在风险和收益之间寻找金融开

放的平衡点，逐步进行金融全球化。① 本文的发
现也印证了伊万斯( Peter Evans) 在 1997年提出
的“反潮流”的观点: 贸易并不会削弱国家能力，
而是为扩张国家功能和机器提供了机会。全球
化确实让国家在某些方面变得脆弱和敏感，但

国家也会积极地应对挑战，并不会因为融入全

球化而导致自身空心化。②

本文的经验发现证伪了投资全球化显著增

强中国国家能力这个假设。出现这个结果的原
因之一可能是中国对 FDI 的监管效率较低，没
有达到期待的效果。在 2019 年 3 月中国通过
《外商投资法》之前，外资管理的法律一直由《中
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
《外资企业法》三部法律承担。它们不仅规定繁
琐，而且在功能上存在大量重合。《外商投资

法》则进一步降低外商投资限制，强调建立稳
定、透明、公平和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加强保护
外国投资者和外商投资企业在境内的合法权

益。但从法律实施到产生期待的效果，有一个
时滞，对中国国家能力的影响也会相应地呈现

滞后效应。
中国的经验表明，对于欠发达国家而言，

全球化既是发挥比较优势、实现经济腾飞的重
要历史机遇，又能帮助政府提高官僚机构工作

效能、加强国家能力建设。然而，全球化并不
总是高歌猛进，而是有涨有落。进入新世纪第
二个十年以来，以“占领华尔街”、欧洲难民危
机、英国脱欧、美国对中国挑起的贸易争端等
事件为标志，“逆全球化”强势兴起。逆全球化
出现的根本原因是这一轮全球化所造成的社

会分配不公和国家间发展不平衡，是全球化

“输家”对“赢家”的挑战。③ 全球化是“自由
( liberal) 国际秩序”的经济维度。面对全球化
的逆转，中国的应有立场一方面是继续深入参

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

共产品，坚持多边主义，推动全球化朝着普惠

共赢的方向发展; 另一方面，应努力“构建平等
协商、共同参与、普遍受益的区域合作框架，坚
定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④既然如此，相
对于全球化，区域化和集团化如何作用于中国

国家能力? 反过来说，中国强大的国家能力对

于维持全球化和促进区域化 /集体化又能起到
什么样的作用? 此外，本文重点考察了贸易全

球化、投资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实际上，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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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包括进口和出口，又有不同的构成( 比如原材

料和制成品) ; 投资则既有对外投资，又有外来

投资; 程度更高的金融开放意味着允许外资进

入并控制我国的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期
货公司，开放资本账户。那么，不同形式和水平

的经济全球化会怎样作用于中国国家能力? 这

些都是具有重大理论和政策意义的后续研究

问题。

编辑 邓文科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China’s State Capacity( 1970—2013)
LU Lingyu1 HU Yi2

( 1．Yunnan University，Kunming 650091，China; 2．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Shang-
hai 201620，China)

Abstract: The essay attempts to explore impact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upon China’s state capacity in
different dimensions，namely trade，investment，and finance． Extractive capacity is the fundamental capaci-
ty of a stat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has contributed to China’s increased siz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or-
eign investment，expanding the country’s tax base． On the one hand，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made，
promulgated and revised numerous laws and regula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requirements imposed by global-
ization，which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mechanism of Chinese economy． On the other hand，emerging
problems such as terrorism and drug trade，have given rise to the expansion and consolidation of related
government agencies． However，high trade dependence and increasing challenges in monitoring caused by e-
conomic globalization have exerted negative impacts upon China’s state capacity． The primary statistics cov-
ered the authoritative macro-datasets from 1970 to 2013．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demonstrates that economic
globalization significantly enhanced the Chinese state capacity，in which trade and finance play a positive
role，while investment makes a negative influence． The result suggests that China play a more proactive part
in promoting economic globalization． China should not only take full advantage of the Belt and Ｒoad Initia-
tive and substantially enhance international trade，but gradually expand financial market to balance risks
and profits． Furthermore，China is supposed to improve its administra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and
promote the util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ey word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China; state capacity; trade; investment;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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